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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中国翻译理论发展脉络

———从翻译“科学论”的萌生到翻译“艺术论”的确立

周文革，范雨竹

（湖南科技大学 外国语学院，湖南 湘潭 ４１１２０１）

［摘　要］鸦片战争以后，围绕翻译是“科学性”还是“艺术性”的活动这一问题，近代中国的翻译理论研究呈现出百家争鸣的
态势。翻译的“科学论”从晚清意译达旨的翻译风气中悄然萌芽，翻译的“艺术论”在进一步对翻译策略和美学艺术的探索

中逐步确立，两者共同构建了近代中国独具特色的翻译理论体系。翻译“科学论”与“艺术论”的发展不仅对中国现当代的

翻译实践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更推动了白话语言规范的变格，我国的翻译研究开始显现出体系化的趋势并日渐走向成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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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近代是中国社会的变革期和文化的转型
期，也是翻译活动异常繁荣的时期。西方列强的坚

船利炮震动了中国的有识之士，由此“经世致用”

“师夷长技”的思想使国人的目光投向西方，一大批

科技、政治、伦理、社会、文学等著作被译入国内，中

国的译事活动进入了蓬勃发展的新时期。

在救亡启蒙这一宏大的诉求之下，无论是原作

的选择还是译本的呈现，都称得上是“百花齐放”，

不同的翻译思想和翻译理念得到了充分的展示，译

界呈现出“百家争鸣”的态势。我国翻译学在这一

时期逐渐显出雏形，形成了从语言科学角度切入翻

译活动的“科学论”和从艺术审美角度探究翻译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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践的“艺术论”两大理论体系，直击 “科学性”与

“艺术性”两大翻译本质特征，“科学性”与“艺术

性”由此成为我国近代翻译理论发展的两条主线。

　　一　翻译“科学论”的萌生：“科学性”之奠基
和发展

　　鸦片战争以后，国人被动地与西方世界进行交
往，这种“后发外生”型的文化转型促进了译介活动

的发展。以李鸿章等人为代表的洋务派大力推动

译介活动，建立译所，翻译西书。随着翻译实践的

不断深入，翻译成果不断被推广，学者对于具体的

翻译专题也展开了更为深入的探讨，翻译“科学论”

的萌生便是其中形成的先进成果。纵观翻译“科学

论”的萌生，不能不提及两位代表性人物，即傅兰雅

与马建忠。两人的翻译思想为近代中国翻译科学

体系的构建奠定了理论基础。

傅兰雅是近代西学东渐的巨擘之一，他对中国

近代翻译“科学论”的萌生具有重要意义。傅兰雅

在江南制造局任职翻译官期间，翻译出版了１６０余
部西学书籍，是近代翻译西书最多的人之一。［１］１３３

傅兰雅明确提出了“名目生新”的翻译主张，认

为“译西书第一要事”乃是译名。他提倡的术语翻

译原则有三条：（１）采用“华文已有之名”，即采用
中文已有的名词，包括在中国传统著作和先前西方

人所著科学、工艺书籍中能查找到的名词，或在华

外商、技师等人可能正在使用的名词。（２）“设立
新名”，即中文没有现成名词的情况下，创立新名

词。具体办法有三，即造字、意译和音译。其中造

字法又分为两种情况：一是平常汉字添加偏旁成为

新字，如镁、矽；二是利用字典中已有但并不常用的

汉字，对其赋予新义，使其成为新的名词，如钾、锌。

（３）“作中西名目字汇”，即编辑名词术语中英文对
照表附于文后，以方便读者阅读和核查，一定时期

之后还需汇成完整的名目总表，以此避免产生译名

混乱。［１］１３６傅兰雅不遗余力地推动术语的统一，并

号召整个译界重视译名混乱的问题。他对西方术

语翻译规范化的追求蕴含着其对西方“文化霸权主

义”和中国“文化保守主义”的批判。在科技翻译

中，他提倡意译，将音译法作为最后的选择，倡导人

们不去剥夺汉语文字本身所赋有的表意魅力，并相

信汉语完全能够表达出西学的奥义。

除却在译名规范化这一领域所做的努力之外，

傅兰雅还论述了科技书籍的翻译方法。在当时“险

象环生”的翻译环境之下，傅兰雅所思考的诸多问

题在今天看来仍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与前沿性，他的

翻译成果和翻译理念为后人留下了广阔的思考空

间，为人们深刻认识和了解翻译的“科学性”奠定了

基础，由此点亮了走向翻译“科学性”的一盏指明

灯。傅兰雅曾担任由来华传教士成立的益智书会

委员会主席，负责中国教会学校教科书的出版工

作。他在学会的年度大会上呼吁学界团结起来、共

同为统一术语系统而努力，受到了与会人士的热烈

响应，专门的术语委员会得以成立，中英文术语对

照表终于在１９０４年得以出版，为统一的术语体系
的建立奠定了基础。他所提出的一系列译名原则

与方法无疑具有较高的示范价值和科学价值，这也

是其所翻译的６４种化学元素名称中有４５种沿用
至今的原因。

翻译“科学论”强调翻译活动的客观规律性，承

认源语文本的客观制约性，并在翻译时遵循客观忠

实和逻辑分析的原则。中华民国以前，维新派人士

为翻译“科学性”的延伸作出了重要贡献，其中的关

键人物便是马建忠。他所提出的“善译”翻译观包

含着十分前卫的现代语言学理念，他是主张将读者

反应纳入译文优劣的评判中，可谓开创近代翻译读

者中心论的先河。其以现代语言学理论为主体的

翻译理念对翻译“科学论”的进一步发展具有重要

意义。

在《拟投翻译书院议》一文中，马建忠阐释了

“善译”的观点。一是译者要对两种语言素有研究，

从源语和译语两种语言文字的生成渊源角度进行

对比研究，以此来了解二者的异同；二是在翻译时

应注意传达出原文的“意旨”“神情”与“语气”；三

是译文要与原文“无毫发出入”，“能使阅者所得之

益与观原文无异”，即重视读者和读者反应，认为只

有使读者有所收获或读来与原文无异的翻译方可

称为“善译”。

“善译”理论介入翻译研究的视角是科学理性

的。首先，“善译”要求运用对比语言学的方法，对

源语和译语两种语言进行语符层面的对比分析，而

后从句法学层面“析字句之繁简”。其次，“善译”

讲求的“审其音声之高下”是从音系学角度审视译

文是否传达出原文的语气、声调和重音等。最后，

“善译”所重视的“所有相当之实义，委屈推究”、审

度“其义理精深奥折之所由然”实际上是从语用学

层面对译文的考量。有学者称马建忠的“善译”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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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标志着中国传统译论的基本理念已发生了显明

的嬗变和衍化，为传统译论开辟了一条以现代语言

学理论为主体的西学之路”［２］８９。

在关注文本转换的中国传统译论面前，“能使

阅者所得之益与观原文无异”的“善译”理论开创

了读者中心范式的先河。强调“案本、求信”的中国

传统译论长久以来关注的焦点都是语言和文本的

转换，“善译”的翻译观不仅具备科学主义的语言观

指向，同时将读者纳入翻译学本体的研究中，这样

的创新令人惊喜，也符合未来翻译研究从文本中心

论范式走向读者中心论范式的发展趋势。［２］９２

马建忠及其“善译”翻译观促进了中国近代翻

译研究相对完备的科学理论体系的建构。但遗憾

的是，这种不同于传统的人文主义语言观视角未能

激起太大的波澜，“科学论”刚刚萌生便停滞不前，

而遵从中国传统译论美学观念、人文观念的“艺术

论”渐渐成为翻译界的主要论调。

　　二　翻译“艺术论”的确立：“信达雅”翻译标
准的演进与“神韵”翻译观的形成

　　晚清时期，翻译活动很大程度上被政治化和工
具化。人们对翻译的定义十分宽泛，因此造就了以

“挪用和改写”为时尚的晚清翻译。［３］２０随着翻译活

动的不断开展，译者也不断对翻译经验进行总结，

翻译思想愈发成熟。严复提出的“信达雅”翻译标

准便是其中具有总结性和概括性的翻译思想，直观

地揭示了翻译的另一个根本性质———“艺术性”。

严复在《天演论·译例言》中写道：“译事三

难：信、达、雅。求其信已大难矣，顾信矣不达，虽译

犹不译也，则达尚焉。……为达，即所以为信也。

……信达以外，求其尔雅。”［４］１３６“信”是第一要义，

但“信”而不“达”，便是不“信”，为“达”即为“信”。

可见“信”“达”“雅”三者是紧密关联、密不可分的。

这一理论具有承前启后的历史地位，一方面，

“信达雅”的翻译标准继承了古代佛经翻译的“案

本、求信”原则；另一方面，在“信”的基础上，更加

注重译文的练达和可接受程度，强调内容与风格的

统一。但是，“信达雅”的翻译标准也并非十全十

美。首先，广义上“信”的概念是多方面的，从语言

到风格乃至模仿原文语言形态的实实在在的“信”，

才能达到准确地忠于原文，这也造成了“信”与

“达”“雅”间的矛盾。而严复本人在翻译实践中，

也并未践行他所提出的以“信”为第一要义的翻译

标准。有学者基于《天演论》的变译语料库对严复

的译文进行了考证，统计显示“全译策略所占比例

不足１％”［５］。其次，所谓“雅”就是“用汉以前字法
句法”，就是讲求“藻蔚”，那么“雅”与“信”“达”之

间的统一也就引发了保持原文内容方面“信”且

“达”的矛盾，即语言的内容和表达形式之间的矛盾

统一。［６］原文不雅，译文便无法求雅；译文若“雅”，

又违背了“信”这一层标准。但总的来说，“信达

雅”一直被翻译界奉为圭臬，后代学者对这一标准

或赞同或否定的态度所引发的一系列讨论和研究，

构成了中国近代翻译理论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同

时对其研究也推动了翻译学科的发展。

“信达雅”标准的提出促进了翻译理论研究的

细化。以往由经验主导的翻译理论研究开始转向

对直译与意译等具体化课题的深入探讨。随着新

文化运动的展开，白话文的译文语言选择逐渐明

确，对于“信”与“达”的讨论以及关于“意译”与“直

译”的讨论成为学界关注的焦点。鲁迅早期受林纾

影响较深，其《月界旅行》《斯巴达之魂》《地底旅

行》等作品全部使用文言文进行翻译，并且意译和

改写的手法较为常见。１９０９年《域外小说集》的出
版标志着鲁迅翻译观的重大转变。鲁迅曾多次对

“信”这一概念抒发己见，他曾在《小约翰》译本的

引言中写到：“我久已觉得仿佛对于作者和读者，负

着一宗很大的债了。”［４］３０５鲁迅认为“信”是创作和

翻译的本质区别。鲁迅所坚持的“宁信而不顺”，与

他希望翻译活动能够给中国社会带来改变密不可

分。他迫切希望从他国“窃火”，推动白话文发展，

引进新的表达方法和新思想，从而达到改造中国文

化、实现救亡图存的目的。鲁迅的翻译思想逻辑清

晰，他企图以直译乃至“硬译”的方式输入原质的外

国文化，对于“不顺”的译文，他希望读者能够硬着

头皮、耐着性子读下去，因此他的译本失去了众多

读者，翻译理念也为不少学者所诟病。

同鲁迅一样，瞿秋白也将“信”作为翻译的首要

准则。瞿秋白曾说：“翻译者必须‘非常忠实’，要

追求‘精确’，甚至‘应当估量每一个字眼。’”［７］但

在“信”与“顺”的关系上，他却不同意鲁迅的“宁信

而不顺”。瞿秋白认为应使用“绝对的白话”即令

人读得懂的白话来翻译文学作品，“不顺”也就丧失

了原作的精神。可以说，鲁瞿二人的翻译理论都是

对“雅”的不同程度的修正。严复追求的“雅”倾向

于古雅，瞿秋白对于“雅”的理解是舍弃雕琢和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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饰；鲁迅则是一种原文本位观，他更希望原文的语

言形式能在汉语文化中扎根。鲁瞿二人都采取直

译的翻译观，坚持以白话文译文，都十分重视翻译

活动对于改造中国语言文字和注入新思想发挥的

巨大作用，他们即便在“信”与“顺”的关系上有所

分歧，但其目的殊途同归。

作为传统译论“质直”“文丽”之争的进一步发

展，鲁迅和瞿秋白二人对“信”和“顺”关系的探讨

以及鲁迅从“意译”到“直译”翻译观的转变，反映

了人们正逐渐意识到双语转换之间所存在的内容

和形式的矛盾，以及人们为解决这种矛盾所采取的

不同策略。茅盾原则上赞同直译，并把直译和死译

区分开来。他认为“直译”的意义不仅在于不任意

更改原文字句，而且通过“直译”尽力保留原作的风

格和情调。在翻译实践不断深入的过程中，超出内

容与形式的翻译“神韵”的作用开始被人们所重视，

而提出翻译“神韵”说的人正是茅盾。他认为：“与

其失‘神韵’而留‘形貌’，还不如‘形貌’上有些差

异而保留了‘神韵’……构成‘形貌’的要素是‘单

字句调’两大端，这两者同时也造成了该篇的‘神

韵’。”撇开“神似”与“形似”的不同，茅盾总结翻译

文学作品要注意两个要件：“（１）单字的翻译正确。
（２）句调的精神相仿。”［４］３３８“神韵”说由来已久，有
学者认为其历史根源与中国古代诗画同源，在“神

韵”“风韵”等术语上不难看出“古代标举‘禅悟’的

诗评家严沧浪、王渔洋等人的痕迹和顾恺之、苏东

坡论诗画的影响”［８］。较近的根源可追溯到清朝初

期《?清说》中魏象乾所提到的译文应该“传其

神”。茅盾认识到“神韵”是由“单字”和“句调”所

构成，这一点意义深远。“形貌”和“神韵”之间的

关系并非不可调和，而是相辅相成的。

陈西滢也曾在《论翻译》一文中提出了“形似、

意似、神似”的“三似”说。陈西滢认为翻译中怎样

才算是“信”是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他从画家和

雕刻家的角度，借雕塑和肖像的相似程度来比喻翻

译中的“信”：在肖像画里，不熟识本人的他者觉得

十分相像，家人和朋友却说不像，这种相像即为“形

似”，而“形似”是最低水平的“信”；若家人朋友与

画家都觉得惟妙惟肖，则为“意似”；若艺术家与善

于观察的人都觉得是佳作，才可称为“神似”，此乃

最高境界的“信”。在陈西滢看来，“形似”的翻译

只能译得出内容，却译不出风格；达到了“意似”境

界的翻译才可译得出风格。“三似”的翻译观注重

作者与译者在才情与感受方面的契合，聚焦于创作

主体和翻译主体，认为二者的相似才可译出“神

韵”。“三似”说将“神韵”看成是读者的一种心理

感受，并将读者的差异纳入翻译研究的考察范畴。

郭沫若和林语堂也曾就“神韵”问题各抒己见。

郭沫若认为字面、意义、风韵三者均能兼顾的译作

是上乘之作，若字义有失而风韵能传，仍不失为佳

作。虽然郭沫若主要论述的是诗歌翻译，但他也同

时认为保存“风韵”的译法应适用于所有文学翻译。

林语堂更是旗帜鲜明地提出“翻译是一种艺术”的

观点，他认为：“译者不但须求达意，并且须以传神

为目的。”［４］３２９他所提出的“忠实、通顺、美”的翻译

标准与严复的“信达雅”标准相比，内涵更丰富。

“神韵”的实质可理解为一种超越了内容、形式

和文体风格的更高层次的“信”，译者的主观能动性

和读者的感受差异性都是影响“神韵”传达的因素。

对“神韵”问题的探讨与研究是对严复“信达雅”翻

译观的延伸和发展，由此，翻译走入美学与艺术范

畴，其“艺术性”日渐浓厚，“神韵”翻译观的形成和

“翻译是一种艺术”的认知使得中国近代翻译理论

的另一条主线———“艺术论”变得日益明晰和成熟。

　　三　翻译“科学论”与“艺术论”的历史地位及
社会影响

　　翻译“科学论”的萌生和翻译“艺术论”的确立
并不是两个独立的时间点，二者是同时向前发展变

化的两条主线，共同推动着我国传统翻译理论体系

的发展和构建。一方面，翻译“科学论”和“艺术

论”确立了以全方位的“信”为中心的中国特色翻

译理论体系。从傅兰雅对译名统一的强烈呼吁，到

马建忠运用对比语言学的方法介入翻译，使得翻译

的科学性为人所知且深入人心。以新文化运动为

转折点，译界关注的焦点从外部转向了内部，晚清

意译和达旨的风气得到了纠正，人们开始追问翻译

的本质。无论是对“直译”“意译”的争论还是“神

韵”翻译观的成熟，译者逐渐意识到“信”是“求

真”，也是对作者、读者负责。另一方面，翻译“科学

论”和“艺术论”是翻译研究所取得的重大进展，对

中国现当代的翻译实践起着指导作用。受其影响，

翻译研究不再局限于抽象地论述翻译事业的重要

性和功能性，学界越来越重视具体的课题研究，我

国的翻译研究也开始显现出体系化的趋势，这无疑

是翻译学科在中国发展的一个重大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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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是翻译的“科学论”还是“艺术论”，有一

点是共通的，即寄希望于通过译事来改造社会。中

国近代翻译理论从对古雅的坚守到五四运动之后

对新文化的开拓，体现了译事活动对中国现代性的

塑造。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人民开始走向民族解放

的苦难历程，知识分子抱着救亡图存的宏伟目标译

介西学，译事活动在解放思想、开启民智方面的作

用功不可没。严复将译书同救国紧密相连，在他看

来，“开民智”“棣贫弱”“求进步”“杜杂庞”才能使

国家真正富强起来。［９］因此，他翻译了生物学、社会

学、经济学等多个领域的书籍，企图为中国民众构

建一个完整的社会学系统和全新的世界观。五四

时期，大量俄罗斯文学作品和被迫害民族的文学作

品被译入国内，引发了人们对于社会矛盾和人民苦

难的根源的思考。以鲁迅和瞿秋白等人为代表所

开展的曲线救国的翻译活动，为中国思想文化的现

代性注入了鲜活的生命力，可以说，中国近代翻译

理论的发展史也是中国现代性的发展史。

翻译的“科学论”与“艺术论”的论争催生了中

国全新的语言观。从晚清到五四运动这一时期，我

国的语言处于一种剧烈的变动之中，不同翻译思

潮、翻译策略和语言表达此消彼长。［３］１１２以严复和

林纾的翻译为例，二人都使用文言文翻译，但严复

使用的文言句法更偏向古雅，林纾使用的文言文则

要平白得多，并且大量借用外来词汇，甚至有明显

的翻译腔存在。林纾用文言文翻译长篇小说所取

得的巨大成功，实际上体现的是文学翻译语言的变

革，此时的文言文呈现出较为明显的口语话和欧化

特征。新文化运动中，胡适、鲁迅、瞿秋白等人坚持

白话文翻译，多次强调翻译对于创造中国现代白话

的重要性。知识分子对于“直译”与“意译”的争论

和“信”与“顺”的争论实际上也映射着文言文要不

要“变”、要不要“欧化”的论争。通过直译的方法

译介西方文学，以此来借鉴西方的文法字法，模仿

西方的语言形式，促进了现代白话文的成长。翻译

活动除了为白话文的语言规范引进新词外，同时也

为白话文规范提供了试验的场所，新的语法结构、

表现形式以及新概念、新思想通过翻译活动糅杂进

汉语之中，也融入了人们的精神生活。

在近代中国复杂的社会环境和政治局势中，译

介活动迎来了繁荣发展的新时期。以客观规律性

为主要特征的翻译“科学论”和以主观创造性为主

要特征的翻译“艺术论”在这一时期从萌芽走向成

熟。以傅兰雅、马建忠等人为首的翻译家和语言学

者将西方的语言分析模式引入中国，给中国翻译理

论体系的构建注入了“科学性”；尔后以严复、鲁迅、

茅盾等人为代表的翻译家从翻译策略的角度提出

的“直译”与“意译”的概念，也逐步演化为具有中

国传统美学和人文主义指向的“神韵”翻译观。

厘清近代中国翻译理论发展脉络需要深入理

解其历史语境以及社会背景。［１０］可以说，翻译“科

学论”与“艺术论”两条主线的发展不仅对中国近

代社会具有重要的改造作用，更推动了白话文语言

规范的变革。从翻译角度看，翻译的“科学论”与

“艺术论”确立了以全方位的“信”为中心的中国特

色翻译理论体系，使翻译研究的课题更加具体细

致，使译介对翻译本质的追寻更加深入，我国的翻

译研究开始显现出体系化的趋势并日渐走向成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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